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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河道、航运变迁对明清时期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的影

响
*1

王肇磊

(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城市研究所，湖北 武汉 430056)

【摘 要】: 武汉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，境内水域广阔，河网密布，城市发展深受江汉水系和航运的影响，尤其

是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。明清时期，长江航运迅速发展，在武汉沿长江、汉水滨江一带形成了众多的码头港埠，城

市发展因此突破了城垣的限制向外拓展，并随河道岸线变迁而发生城市功能转移和空间格局的变化；城市街巷格局

和文化空间亦因江汉水系和航运的塑造，不断“合理化”异动，形成了江城特色的城市空间景观格局、街巷肌理和

文化圈层，极富鲜明的地域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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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和居住地是人类建立普遍联系地点和“空间固定性”的两个首要因素。
[1]
城市作为人类文明萃集地，一般诞生于江河

湖海沿岸节点地区，它通过港埠沟联外部世界，“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”
[2]
，并集聚了各类“城市形成的力”

[3]
。这些“力”与港口地理环境的高度契合而成为城市空间格局演变主导要素之一。武汉因水而生，在江汉河道、航运的塑造下，

逐渐形成了“江城”的空间格局并凝华而为武汉的地理特征和文化名片。然而，学界对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的历史演变问题却关

注较少，仅涉及商业中心转移
[4]
、城市空间的当代塑造

[5]
与河道变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

[6]
等问题。故本文拟以“河道、航运变迁

对明清时期武汉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”为题展开探讨。

一、江汉汇流———武汉城市发展的重要条件

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，江、汉穿城而过，域内大小河流密布，湖泊众多，形成了“江汉朝宗”的网格水系，除长江、汉

水外，对城市格局影响较大的还有里河、涂水、沌水、滠水、沦水等十余条城郊河流。
[7]
此外，东荆河、通顺河、汉北河、府河、

倒水、举水等河流也在武汉外围附近汇入长江。
[8]
这些中小河流在帆船贸易时代均“可通舟楫”

[9]
而具较高的航运价值。

[10]
这对

武汉河港的形成、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。

这些河流以港口为核心，沟联长江、汉水腹地，组成了武汉庞大的内河水运网络，
[10]

为武汉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格局的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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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的航运与经济动力。早在战国时期，楚国封君启舟船商队便经江、汉水道远涉武汉及鄂东地区。
[11]
汉代蔡邕

则称武汉为“南援三州、北集京都，上控陇坻，下接江湖，导财运货，贸迁有无”航运转输贸易发达之地。
[12]
唐代，鄂州(今武

汉)更因“万舸此中来，连帆下扬州”而呈繁华景象。城外沿江兴起了著名的“灵泉古市”。
[13]
宋代，城外鹦鹉洲、巡司河沿江

港湾因商船云集，形成了几与城内街市连为一体的“南市”。“城外南市亦数里，虽钱塘、建康不能过，隐然一大都会也”，

“贾客客舫不可胜计，街尾不绝者数里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也”。
[14]

附近黄鹄矶也因水成“市”，街市绵延数里。
[15]
汉阳江滨

“民居市肆数里不绝，其间复有巷陌往来，憧憧如织，盖四方商贾所集”。
[14]
元代，黄鹤楼前的鹦鹉洲，停泊着来自“三湘”、

“七泽”的商贾舟船，被形容为“鼓角沉雄遥动地，帆樯高下乱维舟”。
[16]
明清时期，汉口因汉水改道，更利于帆船停泊，形

成了“廿里长街八码头，陆多车轿水多舟”，
[17]

“数十里帆樯林立，舟中为市”的河港城镇。
[18]

省城武昌塘角“舟车络绎，熙

来攘往”，极为繁盛。
[19]
清人叶调元曾于除夕夜观:“各船停泊，除夕桅灯不可胜计。自米厂望之，但见火星万点，出没云端，

奇观也”，摹画出了“千艘万楫聚塘坳”的盛景
[17]

。可见，优良的河道、航运条件是武汉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。《汉阳府志》

概括汉口的一段话便为武汉因河道、航运而兴作了最好的历史注脚:“汉口一镇耳，而九州之货备至焉。其何故哉?盖以其所处

之地势使然耳。武汉当九州之腹心，四方之孔道，贸迁有无者，皆于此相对代焉，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，河徙而渐移于汉阳

之汉口，至本朝而尽徙之。今之盛甲天下矣。夫汉镇非都会，非郡邑，而烟火数十里，行户数千家，典铺数十座，船泊数千万，

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，非镇之有能也，势之使然耳”。
[20]
日人亦对此作了客观评价:“本港水运要路有三，即长江、汉水、南水

也……本港之旺盛，全因此三水运输之便”。
[21]

二、河道码头———武汉城市空间架构的基础

在江汉航运的推动下，武汉城市功能、街巷肌理和文化空间不断“合理化异动”，城市日益向江、汉岸线码头发展，逐渐

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河港城市的空间格局。

（一）河港码头:城市功能布局再造的推动者。明清时期，中国城市出于地方控制的目的，城市功能多囿于城垣内，且城市

空间格局一般较为严整:“有城郭焉，其所在山川各异，则规模亦殊，有公署焉，有学校焉，有庙社焉，及诸坛宇焉，所在方所

虽异而制度则同。”
[22]
清代湖北省城武昌，湖广总督署、湖北巡抚衙门等 43 个军、政、文教等衙署相对集中于城内望山门、平

湖门、前所营、粮道街一带；
[23]

汉阳城内凤栖山、南纪门则分布着汉阳府署、试院、县署等府署，是为城市的府衙区，承担着

城市的军政、文教功能。
[24]

城内长街、十字街等商业街巷承担着主要经济职能。城隍庙与城郊历坛、山川社稷坛等则是地方官

方祭祀场所。
[25]

但这一囿于城内的格局随着明清长江水运发展和滨江港埠的发展，武汉城市空间不断突破城垣限制向城市边缘

地带的港埠扩展，新街沿江而列，成为新城区，并和原城区逐渐连为一体，承担起三镇的经济功能。武昌城外金沙洲“财货甲

于全楚”，
[26]
为明代省城外港。武胜门外塘角，乾隆年间因商船云集，为便于泊船，商民在附近开挖了长约 10 里呈半月形的上、

下新河，作为避风港口。
[19]

盐船、客船“多附泊于内”。
[27]
“行舟要览”呈现出“百产绾精华，连樯上灯火，混若蒸朝霞”的

繁盛景象。
[28]
武胜门、汉阳门等沿江城门外也形成了河街、外铺、码头营等街市。

[19]
1900 年，张之洞奏请清廷“开武昌城北十

里外滨江之地为通商口岸”后，徐家棚一带遂渐始繁荣。

汉阳南纪门外在明中叶新淤刘公洲，“自三里坡直抵南纪门，跨府城东南，捍江涛而聚贾泊，为利甚溥”，为四方舟楫蚁

聚避风的良港。
[29]
乾隆年间，汉阳鹦鹉洲淤出，湖南竹木商人来汉贸易，多泊船于拦江堤外玉带河，后改泊鹦鹉洲。鹦鹉洲因

之成为长江流域最主要的竹木集散市场。南岸嘴则是“万船千艘，衔尾络街，被岸几里许”，为汉阳“过水街巷”。
[30]

清末，

张之洞在汉水南岸开办了铁厂、兵工厂等近代企业及附设码头，而成为武汉工业区。汉口自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，沿汉水北

岸先后兴办了大硚口、小硚口、杨家河、大王庙、老水巷、兴茂巷、宗三庙、五显庙、老官庙、沈家庙等码头。清乾隆至道光

年间，又新建了关圣祠、鸡窝巷、鲍家巷、新码头、流通巷、接驾嘴、龙王庙等码头，到晚清，形成了从硚口到龙王庙分布着

大小码头 35 个、长约 30 里的港埠区。
[13]
汉口开埠后，西方殖民者在长江北岸修建了太古、怡和、鸿安、麦边、美最时、瑞记、

美孚、亚西亚、日清、三菱等码头、货栈、仓库 95 处。
[31]
汉口遂以汉江为主轴转向以长江岸线为中心，不断向北拓展。

明清时期，三镇港埠在航运的推动下，港区面积不断扩大，逐渐发展成为武汉新城区和经济中心。它们通过经济纽带、河



3

道与城内街区联系在一起，再塑了明清武汉城市功能结构，为三镇城市功能格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（二）河道、航运:城市街巷肌理的塑造者。中国传统城市都是各级政府机关驻地，为突出城市政治功能和政权威仪，在城

市规划建设中一般遵循“天圆地方”、“方城直街”的布局方式，并在内部格局的安排上考虑如何合理地融合水陆山川等自然

理性因素与阴阳五行等理念。
[25]
武汉山水湖泊众多，亲水崇山、傍江临水成为了武汉城市空间布局的显著特征。武昌将黄鹄山、

胭脂山、紫阳湖、司湖、歌笛湖等置于城中。
[32]
城市呈不规则方形，街衢略呈方状网格。因蛇山横亘城中，南北交通较为阻塞，

山北街巷肌理较为繁密，以衙署机构为主；山南城市肌理则相对疏阔，以市街、民宅、官邸为主。
[5]
汉阳将凤栖山、郎官湖规划

于城北和城东南。
[33]

城市因规模小，城周仅“七百五十丈”，基本采用了传统的“方城直街、城厢外延”的布局模式，形成了

以显正街、南城巷、北城巷为十字形的街巷肌理，呈现出与北方平原城市迥异的肌理结构。这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河道、水运

对城市的塑造。武汉三镇亦因彼此“水”环境不同而大相径庭。

明清时期，来自全国各地载满货物或待转货物的大型帆船停泊在武汉江、汉码头，货物则由小船或肩挑车负沿大小水道或

街巷穿梭于城市内部，在水运条件好的河道、湖边逐渐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街衢。武昌城内河湖众多，水路发达，通过牛山湖、

三汊港等湖港，船可直航樊口入江，为武汉到鄂州的捷径，在灵泉山一带形成“大集”，铺房沿航道排开，“形胜甲于一邑”。
[34]
“南湖外与江通，长堤为限，长街贯其中，四旁居民蚁附”。

[35]
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为长达十里的繁华街道。水陆街、河街、

草埠街等街巷亦依河傍水而兴。
[36]

汉阳月湖在明清时期通汉水，与墨水湖、太子湖连为一体，汇于沌水，在南纪门外入江，“为(汉阳)城(汉口)镇往来必经

之道”。
[24]

官民为便于两地的交通在东月湖修建了长堤和高公桥，遂因堤成市，形成“为士民九达之通途，舟船四集之胜地”

的高公街。
[12]
南纪门外城郊河段则形成了夹河街。城内郎官湖在明嘉靖时“可以纵舟游城内，水汇于湖，乃自水门入江……居

民于屋后堵土为圃、为室”，逐渐形成街区。
[37]

河道对汉口城市肌理的塑造甚于武昌、汉阳。汉水改道后，汉口因舟楫之利渐

成都会。城市格局在航运、转输贸易的主导下决定了“早期居民区集中于河边，而且在前工业化时期的发展，主要沿河岸扩展，

而不是向内陆纵深扩展。到 19 世纪，汉口主要集中在与河岸平行的 4 条大街上:河街、正街、中街、堤街或后街”。“大街随

江汉岸线而弯曲。几条不完整的第二层次的大街和它们平行”，
[38]
“与这几条主街交叉的，有 40 多条伸向河流的小街或巷子”。

[39]
从而形成了明清汉口“鱼骨状”的街巷肌理。1861 年开埠后，汉口长江岸线被辟为英德俄法日五国租界区，按照西方城市规

划理论对之进行了规划建设，形成了街巷规整的空间布局结构，而有别于传统汉口街衢肌理。

总的来说，明清时期，武汉街区多滨水而建，形成了众多诸如水果湖、大水巷、堤街、巡司河、六渡桥、接驾嘴等以河、

湖、桥、渡、堤名街的街巷。这些街巷后逐渐演化成为武汉城市的街巷文化符号，并在不自觉中悄然融入到了城市文化肌理之

中。

（三）港埠码头:因水而化的多层文化空间的承载者。明清时期，不同地域的人在江汉航运、转输贸易的吸引下集聚于武汉

大小码头，城市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紧密联系社会关系的社区(群)。这些社区(群)因空间分布方式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文

化生活圈，形成了富有层次的多样的文化空间。
[40]

1.商业文化空间。明清时期，三镇滨江居民因江汉航运而“蜂钻蚁聚，其舟居者鱼鳞杂沓，曲巷小口通道，辄十室之众纷

然杂出”，
[41]
形成了众多航运、商业利用价值最大化的吊脚楼街区等规模不等的商业街区。

①
商贾往来杂沓，人数繁多，汉口

甚至出现了“九分商贾一分民”的人口结构模式。
[17]
商业文化不断沉淀，形成了“路衢四达，市廛栉比，舳舻衔接，烟云相连，

商贾所集，难觏之货列队，无价之宝罗肆，适口则味擅错珍，娱耳则音兼秦赵”的商业文化氛围，
[42]

进而演化为有别于传统社

会文化的“最市民化”的商业社会，
[43]

是“汉派文化”形成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，并渗入到城市街巷文化肌理之中。“后市前

街屋似鳞”
[17]
的街区结构无不渗透着浓郁的商业文化气息，以至于“街名一半店名呼”。

[17]

同时，在利益的驱动下，武汉商业文化逐渐演绎派生出封闭单向的思维方式、争功近利的价值观的码头文化。
②
这一文化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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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后随码头经济的扩大逐渐弥散到各个社会阶层，深刻地影响了武汉社会经济生活和市民的文化气质。

2.地域文化空间。对明清武汉地域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会馆。武汉号为“九省通衢”，各地商贾云集。他们为“怀故

土”、“坚团结”、“通情谊”
[44]
、“联桑梓之谊”

[45]
、“岁时会议，有故商筹”，

[46]
仿其故乡建筑模式修建了为数众多的会

馆，其中仅汉口就有 200 处。
[47]
这些建筑一般“局面恢宏”

[17]
、风格各异、极富地域文化特色。

③
各地商人一般以会馆为中心组

成具有“原乡”文化背景的“地缘社区”。
[48]
例如，安徽商人在汉口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徽式紫阳书院，

[49]
进而形成了商业繁盛

且徽籍商人聚居的新安街，被誉为“夹道高檐相对出，整齐第一是新街”。
[17]

江西人则以万寿宫为核心组建赣文化社区———

万寿街。此外，阳新街、黄陂街等、洞庭街、鄱阳街等亦是明清武汉地域文化流变的客观载体。

3.雅俗文化。明清及以前，武汉航运兴盛，经济繁荣，为湖北文化重镇，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来此游历。他们或以街市、

江上航船为对象，描绘城市经济的繁盛；或以滨江黄鹤楼、琴台为题，颂咏都市人文风情；或以山、水、沙洲为视角，描画江

城自然景观，为城市留下了大量的绚丽诗章，为武汉挹注了“雅”的文化元素。据清末《黄鹄山志》收集历代以黄鹤楼为题所

作诗词、杂记、铭、赋统计，多达 500 余篇。
[50]

《大别山志》所辑以月湖为题诗歌作品计有 28 篇，歌咏汉阳长江、汉水者 82

篇。
[12]

此外汉阳禹功矶、琴台、鹦鹉洲，汉口龙王庙、码头、后湖等自然人文景观亦留下了不少的诗章。这为武汉砥碇了“江

上白云应万变，楼前黄鹤自千秋”的深厚的雅文化底蕴。
[51]

但因航运而形成的“五方杂处”的城市特质则更多地赋予了武汉文化“俗”的特征。明清时期武汉民俗文化极为丰富，其

中源于水的民俗是赛龙舟和郊游。楚俗以五月望日为“大端阳节”，“剪纸为龙船，中坐神像，自朔日起至十八日止，鼓钲爆

竹，灯火喧阗，昼夜不息，处处皆然，杨林口为更盛。数十人驾一小舟，众浆齐飞，急如风雨，鼓声、人声与水声相应，岸上

观者如堵，谓之‘龙舟竞赛’”。
[42]

郊游也是武汉居民最平常的日常亲水休闲方式之一。汉口，每年“三月三日踏青……携至

后湖踏青处，拇战以为乐者”，“后湖游人如织”，“亦有仕女坐四柱青幔之船，竹帘旁挂，出游助兴”。
[42]
汉阳，“二三月

间，各于月湖堤上、桃柳阴中选胜，携觞倾城游宴，或泛舟绿水，或结伴芳洲，帘影波光，往来如栉”。
[41]

武昌盂兰节，“糊

纸为盏……以度鬼，散布上游，顺流而下，红灯万盏，灿烂江波，黄鹤楼头观者颇众”。
[19]

可能是因为商业的繁盛和五方杂处的社群结构和“家自为俗”的俗文化特征，导致“高风劲节自昔而然，当明季时浸淫以

薄”，雅文化渐囿于士绅和知识分子阶层，
[19]
使城市文化“俗”的特征更加显著。这极大地影响了武汉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市民

人文气质的塑造。

4.水神信仰。明清时期三镇人民普遍信仰龙王、晏公、杨泗等水神、江神。清初许缵曾言:“今楚中、江右舟行者崇祀萧、

晏，如黄河之祀金龙四大王”。
[52]
并修建祠庙以供祭祀(见表 1)，形成了多元的水神信仰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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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河道港埠变迁———武汉城市空间格局再造

河道是武汉城市空间结构历史演变的骨架。江汉河道武汉段属典型的曲流河型向分汊河型过渡河段，河床水面坡降较缓，
[53]

岸基均有更新世地层与基层分布，构成了疏密不等、控制着河势的众多天然节点，在长江、汉水相互顶托的作用下，淤积较为

明显，岸线和沙洲多属抗冲性较弱的全新世松散沉积物。
[54]
在水流、河岸构造、节点与波浪等共同作用下，水流动力轴线时有

摆动，长江汉水两岸泥沙处于不断交换转移过程中，
[55]
致使沙洲经常冲淤无常、岸线崩塌，这直接导致武汉河道不断摇摆变化，

时而淤积成洲变闹市，时而使闹市归沉于江流，在历史上曾决定着武汉港埠和市镇的兴衰。
[56]

为兴利除弊，三镇人民也因地制

宜地开挖河道、兴筑堤坝等措施以拓展港埠和城市发展空间。这样，河道港埠变迁便成了明清时期武汉三镇的城市空间和功能

格局再造的重要因素(见表 2)。



6

由表 2可见，明清时期，武昌汉阳一带江岸、港埠多受江心洲的变迁和岸线崩塌而始终未能稳定，致使港埠因没有稳定的

航运环境而迁延不定，不能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，真正有效地承担城市的商业、航运功能，影响了武昌、汉阳城市的发展和空

间布局。与之相反，汉口自成化汉水改道后，沿长江、汉水汉口一侧相对稳定，成港条件优越而航运日益发达，港埠繁盛，城

市便以码头为中心，向内陆呈扇形发展，到清末呈现出“卧水扫帚”的空间格局。
④

武汉因此形成了江汉汇流三镇夹江对峙的

城市空间景观。

综上所述，武汉城市发展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、变迁是以江汉汇流的城市水系、河道变迁和传统航运业发展为基础的。

明清时期，长江长途贸易的迅速发展，为居航运贸易中枢的武汉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推力，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，城

市格局由传统的以军政为主导的“礼制”格局，逐渐让渡于具有经济价值的港埠地带与传统城垣区并立的格局，滨江地区成为

了三镇城市发展的新空间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江汉河道岸线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武汉城市发展的地理格局。同时，在城市地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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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形成发展的基础上，武汉城市文化空间亦以河道、航运、码头为载体形成了富有层次的多样的文化空间，这对后世武汉城

市气质的形成、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注释:

①滨水吊脚楼在武昌、汉口滨江码头极为普遍，清人颂之为“河坡江岸后湖堤，多少人家构木栖。一样楼台夸近水，前河

清泚后湖泥。”(载叶调元著，徐明庭、马昌松校注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，第 11 页)。

②叶调元在《汉口竹枝词》中记录了汉口码头竞争的生活场景:“码头大小各分班，划界分疆不放宽”；“横冲直撞途人避，

第一难行大码头”；“四坊为界市廛稠，生意都为获利谋。只为工商帮口界，强分上下八行头。”

③据《汉口竹枝词》记载，汉口各会馆因商人地域不同，而被赋予了差异巨大的地域文化特色，“一镇商人各省通，各帮

会馆竞豪雄。石梁透白阳明院，瓷瓦描青万寿宫。”

④叶调元在《汉口竹枝词》中将汉口城市空间格局形容为“上街路少下街稠，卧帚一枝水面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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